南社与“点将录”批评形式
倪惠颖
清末民初，南社作为近代社会第一个大规模的文化团体，以“革命文学” 兼跨政治和文化两个领域，在近代文化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南社成员在文学史的建树及批评方面饶有成绩，如黄人《中国文学史》《小说小话》、范烟桥《中国小说史》等，其中，为南社文人所频繁使用的“点将录”一体颇有意味，它不仅从侧面呈现出南社文人群体之于新文学及文化的过渡性质，亦可真实地还原南社文人群体在当下历史语境中的自我认同和树帜。
一、清季以前“点将录”传统演变
小说《水浒传》中“点将录”为后世“点将录”批评形式的直接源头。《水浒传》第七十一回写“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一情节是全书的高潮，突出了儒家的传统尊卑理念，意味着梁山组织结构的日益严密，即他们的主要交往模式由所谓兄弟逐渐转为君臣，虽然宋江一味要招安，号称“呼保义”，但梁山社会在“排座次”的高潮之后，宋江以及诸多头领的地位得到巩固和保障，实质上已经接近于一个江湖小朝廷了。体现成员间的尊卑高下以及秩序感是为“点将录”、“排座次”的内涵与本质。这也为后来《水浒传》“点将录”演变成一种针对文学群体的批评形式提供了阶序品鉴的模板。另外，《水浒传》“点将录”中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始终与他们的诨号连在一起，作为一种身份标识，这些诨号本身的片面性或抽象性亦带来人物塑造类型化的嫌疑，不妨可以用来张冠李戴，这为政治野心家或文艺批评家借《水浒传》中人物特别是排座次之后的人物名单即“点将录”来秩序品评某个群体人物提供可能。
就“点将录”在后世传播的含义或指向而言，由明末阉党一手炮制的《东林点将录》具有转折意义，它上接《水浒传》“点将录”，下启清代中期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打破了看似不可逾越的江湖与士林的界限，将以江湖草泽为主体的“点将录”诡异地指向了与之对立的正统宗法社会的主体阶层——“士”。这在常规之下似难以想象，但在恶性党争的背景下，被统治势力排为异己的精英士人群体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失去了士之所以为士的基础，被拟到《水浒传》108人的黑名单中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摒弃政治的厚黑因素之外，《东林点将录》第一次将《水浒传》108个江湖人物诨号与精英士人群体相连，客观上促动了之后《乾嘉诗坛点将录》的生成。
至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水浒传》中“点将录”形式经《东林点将录》的党争变态演变为文艺批评形态，以诗国拟于江湖，以诗人拟于豪侠，无论就批评思想亦或批评形式而言，《乾嘉诗坛点将录》都堪称《水浒传》“点将录”形式在文艺批评领域的创体。但在传统宗法社会及封建文禁政治尚未真正解除以前，文人学者以《水浒传》“点将录”形式创作和传播各种文艺“点将录”，始终是一个不可言说的禁区，《乾嘉诗坛点将录》仅以抄本形式在极其有限的诗友圈内传播 。直至清末民初，传统的宗法社会以及文禁政治被打破，《乾嘉诗坛点将录》抄本由叶德辉付梓刊刻，才得以广泛传播，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阶层着力模仿借鉴，以之描述品评当代文学，形成富有民族特色的独特的“点将录”批评形式。
二、“革命文学”谱系与柳亚子《南社点将录》：
兼论范烟桥《诗坛点将录》
在南社（1909—1924）成立的短短十几年中，中国社会正经历亘古未有的阵痛和转型，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救亡图存等有关封建中国由衰腐没落走向动荡整合的近代史惊心动魄，在这过程中，南社以“革命的文人”经历了辛亥革命、民国建立、袁世凯复辟、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关乎近代史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南社整合当时年青的知识界精英，在“革命的文人”与“文人的革命”指引下，虽然社期短暂，但却在关键的社会文化过渡时期完成了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南社解散之后十年即民国二十三年（1934），新文学潮流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南社已然成为历史，南社为纪念社团发起人之一陈去病在上海举行雅集，合南社成员及向风慕义者109人，柳亚子仿《水浒传》“点将录”、《东林点将录》、《乾嘉诗坛点将录》做《南社点将录》，称蔡元培为“托塔天王”，柳亚子自居为“呼保义”，非南社成员如新剧界郑正秋被列为第38位“神机军师”。南社业已解散，柳亚子以南社成员为主要对像，草拟“点将录”。如前所述，在清季以前，虽有《乾嘉诗坛点将录》出现，但以《水浒传》“点将录”为主体的批评形式，因一百单八将及其行为与主流社会观念的违逆，在封建正统社会秩序下，始终被压制，难以广泛传播。叶德辉刊刻《乾嘉诗坛点将录》正意味着几千年封建政统及文统的松散与解禁。耐人寻味的是，以《水浒传》“点将录”形式施之于南社文人群体，《水浒传》人物群体的“造反”特质与南社文人团体的“革命”本质或有相通之处，以革命的文人社团比之于造反的江湖英雄，并由南社核心人物柳亚子亲拟，这是“点将录”一体在继“东林点将录”之后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
《南社点将录》一方面反映出南社社员整体的分布情况，但却也难摆脱传统的社会秩序对当时文学社团组织的影响，并没有脱离当初《水浒传》“点将录”排位次、论尊卑的含义。柳亚子在南社发展的过程中以“一头制”取代“三头制”，逐渐似政治的政权更变一样，将社事的决定权独揽于一人之手，这在社团内部确实也引发了分歧和内讧，以主张国家的共和却难以在小范围内实现社团的共治和民主，这或许是处于近代过渡期的南社的宿命，文人间的意气之争遂与南社相始终，柳亚子对此亦不止一次自省过，以因唐宋诗之争驱逐朱鸳雏一事为例，他在《越风半月刊》上公开撰写《我和朱鸳雏的公案》，深表忏悔，说道：“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情” ，后世在论及这些意气之争时一般归于他们的政见和观点不同，但无论怎样，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是大体一致的，这些个人的分歧能够上升到社团组织的层面以致引发社团解体的危险，不得不说是社团组织结构和制度的问题，在处于新旧过渡的乱世时期，即在近代社会，民间文人社团的的组织建构和制度建设受传统封建人文的惯性影响，难以彻底近代化，而南社所力主的共和制度也必将历经挫折，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努力一步一步才能实现。
《南社点将录》作为南社核心人物柳亚子在南社解散十年之后对南社群体的记忆与总结，其中隐含了柳亚子本人以及南社主体的“革命文学”特质，南社群体的诗人主体性亦得到彰显。《南社点将录》隐然针对着南社创立之初即统领一时诗坛的“同光体诗人群”，以革命文学的姿态为南社在近代诗坛树帜，暗含了近代史上文学由旧向新蜕变、新旧对峙的历史，致使“点将录”的批评文体被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1917年，南社柳亚子与朱鸳雏在《民国日报》《中华新报》上发文章公开展开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革命文学”在南社内部遇到挑战，文化和文学上的惯性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以朱鸳雏为代表的南社一部分成员身上，朱氏等推崇当时在旧诗坛占主导地位有宋诗倾向的“同光体”，而柳亚子等则主张宗唐，这一事件最后以社主柳亚子将朱鸳雏、成舍我驱逐出社为结果，此次内讧亦使其本身元气大伤，随着新文学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南社很快走向衰落。1936年，柳亚子撰写《我和朱鸳雏的公案》，不仅表明了自己的忏悔心态，同时也重复阐明了自己当时的立场，他说道：
我和鸳雏的争辩，发源于宋诗问题，讲起来是很可发笑的。从满清末年到民国初年，江西诗派盛行，他们都以黄山谷为鼻祖，而推尊为现代宗师却是陈散原、郑海藏两位先生，高自标榜，称为同光体，在有去天五尺之概。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般亡国大夫的遗老们……（……不过我是反清的，我以为清朝的臣子没有一个是好的，所以就大大的攻击，而提倡着布衣之诗了）。但诗中也不乏捧同光体的朋友，第一是姚鹓雏，第二是闻野鹤，第三便是朱鸳雏。那时候，我正是年少气盛，狂放到不可一世…… 

从他后来的自述中以及南社始末来看，无论是柳亚子还是南社，因其所倡导的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太过紧密，唐宋诗之争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讨论，其背后掺入了强烈的政治因素，亦复掺入了文人之间的意气。同光体诗人与南社诗人在同一历史背景下产生，以满清遗老为主的同光体诗人在当时占据诗坛主导地位，柳亚子希冀以南社有血性的“布衣之诗”替代清代遗老的同光体诗歌地位，以南社文学引领近代文坛，正可与南社的革命主张相表里。民国二十五年（1936），南社业已解散，在纪念陈去病的雅集上，柳亚子作《南社点将录》，所点诗人以南社成员为主，若联想到不久前汪辟疆作《光宣诗坛点将录》推尊同光体诗人为诗坛头领，则柳亚子以“点将录”形式树帜南社“革命文学”之意就更加明确了。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撰于民国八年（1919），于民国十四年(1925),在《甲寅杂志》(第l卷5号至9号)公开发表，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十四年（1935）间，再发表于《青鹤杂志》（第3卷2号至7号）。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称：“汪国垣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同光体’为极峰之点将录也。” 《光宣诗坛点将录》以柳亚子极力反对的同光体诗人代表陈三立、郑孝胥为诗坛都头领，将“同光体”诗人群体置于诗坛领头地位。柳亚子于汪辟疆再次公开发表《光宣诗坛点将录》的第二年（1936），即逆其意而出《南社诗坛点将录》，将同光体诗人排除在外，柳亚子自居大头领地位，并一社重要诗人俱列入诗坛头领地位，故《南社诗人点将录》决非一时游戏之笔，虽然内容并不如《光宣诗坛点将录》丰富，但柳亚子以此建立自己心目中的诗歌谱系，试图与以同光体为主的诗歌谱戏划清界线则是此中应有之义。
柳亚子之外，南社成员范烟桥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撰写《诗坛点将录》，公开发表于国学会编辑的《文艺捃华》第二卷第一册，其题注为“以国学会会员及非会员而有诗登《文艺捃华》者为限。” 范氏视野不限于南社，而是检阅一时诗坛，以同光体诗人陈衍为“及时雨宋江”，列为诗坛都头领，并以金松岑为“智　多星吴用”，汪辟疆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陈衍排除在36天奎之外，抑其为地奎，此处范氏又隐然针对《光宣诗坛点将录》，将陈衍提升至诗坛总领的地位，而金松岑虽与柳亚子有师生之谊，但因与陈去病个性不合未加入南社，并且他认为柳亚子“以政治入诗，有的诗格律不严”，“不是上品” ，由此，范烟桥《诗坛点将录》与柳亚子一心为“革命诗歌”张目的《南社点将录》又大为不同，显然超越了宗宋或宗唐的藩篱，并恢复了诗歌批评的本色，去政治化，给同光体诗人应有的诗坛地位。就诗论诗，以政治因素掺入文学批评或因人废诗或是文学批评的一个误区。
南社诗人宗唐、宗宋或唐宋兼宗的，不一而足，就文学本身而言，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诗人所创作的“革命诗歌”并未能突破旧体诗的范围，文学自身的近代革新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完成，南社诗歌成为旧体诗歌在近代的终结，它始终扮演了一个文学过渡时期的角色。南社诗人在清末民初近代诗坛上终未突越过“同光体”诗派的领头地位，与之相应的，与同时期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的巨大影响相比，无论柳亚子《南社点将录》亦或范烟桥《诗坛点将录》都影响较小，柳亚子以“点将录”批评形式重建诗坛谱系、试图树立南社诗人在诗坛领袖地位，却收效甚微。
三、革命失败与酒：柳亚子《酒社点将录》、
顾悼秋《酒国点将录》和朱剑芒《海上新酒国点将录》
南社文人群体集革命文人和传统名士的特质于一身，他们追求革命，以政治为诗，引领时代风潮，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又体现出传统名士的情结与趣味，饮酒便是名士情结的一个突出表现，在经袁世凯复辟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之后，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南社成员的政治理想被击碎，借酒以浇胸中抑郁不平之块垒，遂成为南社成员生活中之常事。民国四年（1915），柳亚子和南社同里顾悼秋、沈昭懿、沈剑双、朱剑芒等结成“酒社”，饮酒作诗，长歌当哭，柳亚子制《酒社点将录》，汇编《中秋唱和集》，均佚失，酒社诸人还辑有《酒社诗录》、《酒社唱和诗》等。柳亚子《＜酒社点将录＞叙》曰：
自《宣和纪事》载宋江等卅六人姓名，而龚圣予更人为之赞……而水浒山泊乃脍炙于妇孺之口，明季奄党韩敬始造为点将录以诟东林，不知庙堂所抨击者，在草野乃奉为揭橥，殆与元祐党人之碑无殊焉。建州中叶，海内无事，大兴舒位则有乾嘉《诗坛点将录》之作，尽目当时词人墨客……余既于数年前与同人结为酒社，复戏取舒氏之作仿而行之，名曰《酒社点将录》，以社中人数既少，乃悉去地煞，而独取天罡，仍依旧例增晁盖一人，共为数三十有七。虽弗克铢两悉称，要亦无大悖矣。后有览者，襄阳耆旧之传，汝南月旦之评，庶几其在是欤?求龚氏赞语未得，即以舒民所撰者附于后，述而不作，窃比于我老彭。 

可见，柳亚子对“点将录”一体的来龙去脉甚为明晰，由《酒社点将录》而至《南社点将录》，正说明他对这一批评体裁的偏爱。顾悼秋作《酒国点将录》，自封“及时雨宋江”，以“神州酒帝”之名作《酒社小启》，点明南社成员成立酒社的原因，称：“风景不殊，河山已异，腐鼠沐猴，滔滔皆是。洁身自好之士，辄欲遁迹糟窟，以雪奇恨，此酒社之所以作也。” 并作《服媚室酒话》，云：“余尝仿乾嘉诗坛点将录体，编《酒国点将录》一卷，同人以余有酒帝号，咸目余为宋三郎。顷朱剑芒盟兄贻书相告，谓方从事《海上新酒国点将录》，则又目余为五虎将中董平云。” 朱剑芒《海上新酒国点将录》于1925年刊于赵苕狂主编《红玫瑰》杂志，其自序云：“盖圣贤寂寞，要惟此饮者能名，而时世沧凉，何责彼众人皆醉哉？……爰藉虞初旧话，继盛世之诗坛，敢将海上故交点中原之酒将。嗟乎，逃名学士，岂无一颂可传？织锦才人，信有百篇足纪，乃自浇块垒，窃比元祐之党碑；妄肆品题，聊续此汝南之月旦。”○11酒社的成立正处南社由盛而衰的时期，处于革命失败之后的低沉期，南社成员发动而起结成《酒社》，柳亚子、顾悼秋、朱剑芒竟不约而同都作有酒社“点将录”，隐含着南社文人群体在革命失败之后隐于酒中的抑郁悲痛之情和高洁狂狷之志，而诗酒唱和，在一定程度上又蕴含了传统士人的名士情结。
自封建政禁和文禁大门打开后，南社成员争相以“点将录”形式突出社团的诗坛地位和名士情怀，文坛谱系建立的话语权不止于一家，标示着近代文学打破传统的一元文统框架，向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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